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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分层·耦合:网络直播社群的建构
———以冯提莫粉丝群为个案

刘　 琼　 黄世威

摘要:网络直播社群已成为新的媒介情境下粉丝文化与消费领域的重要力量,作为“社

会过程的产物” ,经由主播和粉丝在新的媒介情境下持续交往的实践与互动建构而成。 考

察其社群建构过程及结果,可为理解社群行为逻辑、建设有序的用户参与社区提供理论阐

释和实践指导。 以交往互动这一宏观范畴作为重要参照系,对冯提莫直播粉丝社群进行网

络民族志观察及深度访谈发现:微观个体层面,随着“粉丝-主播” “粉丝-粉丝”之间准社会

交往的加深,直播社群建构历经内容接触满足粉丝多样化需求、社群互动激发粉丝情感认

同、外显行为促成粉丝身份转变三阶段,粉丝由原子般的个体聚集为社群;中观组织层面,
等级差异、角色分工、成员异化等内部分层现象形塑了直播社群的基本组织形态和规范体

系,社群从无序到有序并处于流动开放状态;宏观系统层面,与政治经济力量、其他社群、媒
体和大众间的交互耦合建构了直播社群的权力生态关系,并将影响社群的进一步发展

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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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的迅猛发展成为近年来网络视频领域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 网络直播为传统共同体

衰落的现代社会中分散的青年个体提供了重构社群生活的可能。 网络直播社群便是在网络直播技

术主导下将异步时空的粉丝“重新聚落化”后的全新社群样态[1] ,它以直播平台为主要活动场域,以
主要源自草根的主播为迷对象,是参与式文化潮流下“平民造星”运动在粉丝文化领域的投影。

当下网络直播社群已成为文化传播与商业消费领域的重要变革力量,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对网络社群的研究发现,厘清“从个体到集体的组织凝聚机制”是解

读网络社群现象的关键[2] 。 考察网络直播社群的建构问题,可为理解直播社群的行为逻辑、建设有

序的用户参与社区提供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导,对于了解直播青年用户心态,研究粉丝文化领域的其

他媒介现象也具有启示意义。 粉丝如何由原子般的个体聚集为网络直播社群? 粉丝间的分层如何

形塑直播社群的基本组织形态? 与外部权力系统之间的关联耦合怎样影响直播社群的生成与维系?
这些问题是本研究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当前学界对网络直播社群的分析涉及技术[3] 、经济[4] 、文化[5] 、心理[6-7] 、互动关系[8] 、社会治

理[9-10] 等不同取向,但多散落于网络直播整体研究之中,少数关于网络直播社群的专门性研究则以

有关现象、性质特征、功能影响的宏观思辨分析为主[11-12] ,对与直播社群建构相关的社群组织动力及

演化发展机制虽有涉及[13-14] ,但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对社群内外部角色和权力关系的探索也不够

全面,无法系统回答上述问题。 笔者试图通过对头部主播冯提莫的网络直播粉丝群展开细致的个案

分析以推进现有研究。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网络直播社群的建构与交往互动密不可分。 社会建构论认为,诸如客观事实之类的事情并不存

在,整个社会现象包括人类自身都是社会过程的产物[15] 。 社会建构过程中人际互动是基本形式,社
会是在互动中被建构的,被称为“副社会交往”的人际互动重建了媒介化社会的交往形态。 因而建构

也可被唤作“交往中的建构” ,交往是建构的条件,建构是交往的内容和目的。
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新媒介形态解构了原有的社会交往系统,人们可以在使用直播的过程中定

义自己的社会互动关系,并根据特定的情景来生成互动。 直播功能的最终落点在于“完成不同层次

的准社会交往关系构建” ,直播的实质在于“对多元社会互动关系的构建” [16] 。 围绕网络直播生成的

社群作为“社会过程的产物” ,经由主播和粉丝在新的媒介情境下持续交往的实践与互动建构而成,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种互动不仅包括社群内部的交往互动,也包括社群与社会场域中其他权力

主体之间的互动。 故本研究在探讨网络直播社群的建构时,将会以交往互动这一宏观范畴作为重要

参照系。 具体来说,将首先分析网络直播社群中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从个体层面探讨社群的形

成过程;然后剖析网络直播社群中的粉丝等级、角色分工、成员流动等问题,从组织层面探究社群中

组织形态的建构;最后考察网络直播社群与政治经济力量、其他社群、媒体和大众之间的交互耦合,
从系统层面思考社群权力生态关系的建构。

网络视频直播分为快直播与慢直播两大类。 游戏直播、秀场直播、户外直播、电商直播等均属于

快直播中的典型代表。 围绕上述直播形态所构建的社群可以被视作以直播平台为主要活动场域,以
网络主播为核心的粉丝社群,社群建构的重点为“主播-内容-粉丝”之间的互动关系。 慢直播则是

全民抗疫背景下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直播形态,具有即拍即播、无人为干预、去饰化、自然态等特

点[17] ,在无主播在场、内容注重原生态呈现的情形下,受众之间自组织式的互动在社群建构中的作

用尤为突出。 2020 年初央视频对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所进行的慢直播成功形塑了汇聚大

批“云监工”的网络直播社群,在稳定“新冠”疫情期间的公众情绪、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成为慢直播的代表。 目前在我国网络视频直播形态以快直播为主流,其中不同类型快直播社群

的建构机理随直播内容不同会稍有差异,但总体上遵循相似的逻辑。
本研究将目光投注于快直播社群,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进行分析,选取冯提莫直播粉丝群作为

个案。 2014 年 9 月冯提莫在国内最大的游戏直播平台斗鱼开始主播生涯,通过解说“英雄联盟”游

戏崭露头角,粉丝以游戏玩家为主;2015—2016 年转型为秀场(音乐) 主播,迅速跻身斗鱼“四大歌

姬” ,粉丝从游戏玩家拓展到音乐迷;2016 年跃升“斗鱼一姐”后,尝试以网络主播为中心的多元化发

展,发行个人单曲,举办线下演唱会,参演综艺节目,代言各大品牌,粉丝社群也呈现多元化;与斗鱼

合约到期后于 2019 年末以主播身份签约国内最知名的弹幕视频网站 bilibili 网站(以下简称 B 站)
后,又在二次元人群中赢得了一批粉丝。 冯提莫在斗鱼平台上的粉丝数 2019 年 7 月即已突破 2000
万,截至 2021 年 2 月 21 日,抖音和 B 站粉丝分别为 2833. 8 万和 271. 2 万,是国内最具人气的娱乐

类网络女主播。 “冯提莫式”成功并非“一个素人碰巧红了的故事” ,其从素人到游戏主播、秀场主

播、明星歌手的蜕变轨迹折射了不同直播社群形态的建构与流变,符合个案研究对象所应有的典型

性和丰富性特征。
遵循库兹奈特提出的网络民族志研究的基本路径[18] ,在采用文献调查法广泛搜集梳理相关学术

资料、媒体报道及网络数据,确定研究问题及重点后,主要采用了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

法。 自 2019 年初开始对冯提莫直播粉丝群展开长达近 3 年的参与式观察,观察对象分为两大类:第
一类是形成于主播所属直播平台上的直播核心粉丝群,主要聚集地为 B 站以及签约 B 站前斗鱼上的

冯提莫直播间、鱼吧、车队;第二类是围绕主播形成于其他网络平台的直播衍生粉丝群,包括 QQ 群、
微信群、微博群、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社群、以网易云音乐为代表的音乐社群、百度贴吧社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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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获取了社群在直播间内的互动情况,在直播间外的发帖回帖、即时通讯内容等一手资料。
进而采用目的性抽样及滚雪球抽样法,遴选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粉丝,通过面对面访谈

和 QQ、微信语音访谈的方式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遵循信息饱和原则,至无法获得新信息为止,共访

谈 30 名粉丝,其中男性 12 名,女性 18 名,年龄在 15 ~ 40 岁之间,每人访谈时间为 30 ~ 90 分钟不等。

二、聚合:网络直播社群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

莱茵戈德在继承民族主义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用“想象的共同体”概念

来描绘网络社群[19] ,社群中素未谋面的人们也可以借助媒介在想象的时空里发生互动,对一个共同

关注的对象产生归属感。 直播社群作为“想象的共同体” ,是在对偶像情感较一致的基础上,由分散

的个体聚合而成。 那么这种聚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心理学家霍顿与沃尔曾用“准社会交往”来描述在与媒介公众人物交往过程中受众“不知不觉融

入媒介人物的行动和内部社会关系之中……与其产生某种臆想的交往,并派生出人际亲密感”的现

象[20] 。 准社会交往渗透在直播社群的交往活动中,粉丝“带着工具性取向的目的进行环境认知,工
具性取向逐渐转为情感依赖,最终潜移默化地转至行为层面” [21] ,其准社会交往的对象既包括主播,
也包括社群内的其他粉丝。 从“纯路人” “路人粉”到“死忠粉”的“入坑”历程就是准社会交往不断

深化的过程。
(一)内容接触满足粉丝多样化需求

准社会交往的第一个层面是社群内容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并引发关注行为,将用户从“纯路

人”变为“路人粉” 。
社群内容可以分为主播个人生成内容和直播粉丝群内容。 主播生成内容如果满足用户的娱乐

或接近性需求,用户就可能成为“路人粉”并加入粉丝群。 冯提莫精心整饰后娇美可爱的外表、古灵

精怪的“卖萌”风格和备受下沉市场欢迎的甜嗓女声正是“御宅族”喜爱的类型,在女主播中颇有辨

识力和亲和力,吸引了众多粉丝进入直播间观看其表演。 还有部分粉丝最初加入社群并非基于对主

播人格、实力的认可,而是被直播过程中主播高超的“带节奏”互动技巧、派发“鱼丸” 、抽奖等偶然因

素吸引。 这些共同构成网络直播社群建构的起点。
这一阶段直播间的弹幕内容与粉丝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趣味性一致时,会激发其持

续观看意愿,并有可能将弹幕互动中的良好体验转移到社群与主播身上,粉丝“面包”就是在弹幕参

与中开始关注冯提莫的。
此外社群内容亦构成了满足粉丝安全需求的“过渡性客体” ,充当了粉丝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

以及帮助粉丝对抗风险、孤独和焦虑的“保护屏障” ,如“奶糖”所言“加入直播社群只是想要一种身

在群体且被人关心的感觉” 。 在此粉丝身份成为对孤立、原子化现代生活的一种心理补偿,使个体在

异化社会中重获良好的社会功能,体验到自我存在感[22] 。
(二)社群互动激发粉丝情感认同

准社会交往的第二个层面是工具性取向转为情感依赖,粉丝在社群互动中培养认同,进而生成

想象的人际关系,建立“我们”的存在感。
阿伯克龙比和朗斯特提出的观展 / 表演范式( Spectacle / Performance

 

Paradigm,简称 SPP)认为,无
处不在的媒介景象导致日常生活审美化,现代社会已成为一个观展社会[23] ,受众通过日常生活中的

媒介消费进行认同建构。 观展包括“观看凝视 / 公开展示”双重意涵,直播社群中人人都是作为主体

的观看者和被展示观看的客体 / 表演者,主播与粉丝、粉丝之间在“看 / 被看”的社群互动中建构认同,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从“主播-粉丝”角度来看,主播通过表演积极建构情感认同,粉丝在观看中产生对主播的

情愫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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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科克( Jamie
 

Woodcock)和约翰逊( Mark
 

R. Johnson)提出,主播的直播行为是情感劳动,且应

从根本上被理解为一场表演[24] 。 为了留住粉丝,提高劳动报酬,主播势必要增加劳动投入,精心建

构情感认同。 其策略包括:兢兢业业提供长时间陪伴,成为“顶流”后仍坚持每周直播 4 晚,每晚 4 ~ 5
小时;在镜头前打造乐观坚强、鬼马精灵、“小小身材能量满满”的形象,并辅以精心设计的直播场景

和偶尔变换的不同造型(男装或 cosplay 经典动漫形象) ,借助鲜明独特的人设来调动观众情感;根据

粉丝喜好调整直播内容,以解说大火的“英雄联盟”游戏入行,发现粉丝更喜欢听其唱歌后转型为音

乐主播,都体现了对粉丝需求的及时回应;采用分享生活琐事、频繁回复留言、早晚问安、节日祝福、
工作日加油打气、定期送礼物等方式与粉丝互动,包括如何欢迎新人进入直播间,如何聊天和活跃气

氛,如何维护不同类型的粉丝等均有相应策略,通过灵活的话术和高超的沟通技巧来活跃直播间气

氛,巩固与粉丝间的情感联结。
观看表演过程中,以“即时性视频传输”和“高度临场性即时互动” [25] 为核心特征的网络直播技

术能够营造出接近日常对话的真实感、情境存在感以及时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建构更丰富的人本

社交关系,极大提升了社群成员的话语表达权和参与感。 粉丝可以影响直播内容,甚至通过连麦、互
加微信等方式与主播亲密接触,相对平等的体验推动其更积极地互动。 透过直播这面镜子,作为普

通个体的粉丝能够较容易地从同样出身草根的主播身上照见自我所欲的影像,并将自身的良好特质

或愿望、情感投射至主播,视其为“自我的延伸”或“幻想中的理想自我” ,或对主播产生情感依赖及

浪漫幻想,将其想象为倾诉对象、“邻家小姐姐” ,甚至“女朋友” “情人” 。
其次,从“粉丝-粉丝”角度来看,观看直播会诱发粉丝的自恋情结,将自我想象为同主播一样被

观看的客体,基于想象中的他者期待在社群中通过互动行为进行展演。
粉丝的展演分为两种:①个人展演,旨在强化自我认同。 通过点赞、发弹幕、评论等行为,粉丝可

以获得主播和其他粉丝的积极评价与认可。 为获取更多的关注、追捧,一些粉丝甚至不惜一掷千金

来打赏送礼。 ②共同展演,旨在建构群体认同。 具体表现为:其一,通过盗猎主播或其他原文本进行

意义再生产,建立共同身份。 比如冯提莫的名字来自“英雄联盟”游戏中一个擅长种蘑菇的角色“提

莫” ,故粉丝用“蘑菇”一词互称,将粉丝群昵称为“蘑菇军团” 。 其二,使用统一群名片、集体应援、共
享行话等手段强化群体区隔,打造统一的社群形象。 粉丝“烽烟”说:“我们的群名片统一以 1219 开

头,口号是‘1219,越爱越久’ ,我们还用提莫的头像作为社交头像并制作表情包。”
(三)外显行为促成粉丝身份转变

将自我内化的结果外化至行为是准社会交往的最后一个层面。 通过线上参与社群日常互动,从
事符号或文本生产,线下参与主播的应援活动,粉丝逐渐完成了从“路人粉”到“死忠粉”的转变。

费斯克将粉丝的生产力分为符号、声明和文本生产力。 “符号生产力……包括从文化商品的符

号资源中创造出关于社会认同和社会经验的意义” [26] 。 当创造出来的意义被言说,并通过面对面的

文化或口述文化分享时,就成为声明生产力,粉丝在一个地方社群内部以交谈的方式完成关于粉都

客体某些意义的生产和传播。 文本生产力体现为粉丝围绕主播积极生产原创内容并创造新文本。
直播社群中符号生产力普遍存在,主播作为符号资源被粉丝消费所产生的程度不等的社会认同

是粉丝凝结为社群的基础。 以直播间、车队、QQ 群等为代表的多数粉丝子社群内的互动偏向声明生

产力。 主要表现形式为打赏、发弹幕、留言评论、日常闲聊。 礼物、道具、弹幕不停飘过直播间所构成

的仪式化狂欢场景极富煽动力,形成热闹且充满竞争力的社群氛围。 留言评论内容多为发表感想、
表白主播,闲聊则从侧面勾勒出了粉丝的真实自我,没有现实利益的羁绊,粉丝可以敞开心扉。 闲聊

也是增加社群活跃度和黏性,维系社群成员关系的重要手段,互道晚安、送花、表白等已成为粉丝社

群中的常态。 鱼吧中文本生产力体现较为明显,比如粉丝“篮子里的 1” 为冯提莫作诗 49 首,粉丝

“五阿哥 cool”以往期直播中的语音剪辑为素材开通了“提莫的励志广播” 。 粉丝们还录制和分享冯

提莫直播视频、上传并评论其新歌、制作表情包等。 上述生产行为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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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出粉丝对主播的忠实程度和在社群中的融入深度。
相较而言,线上关系始终是一种“陌生的熟人” ,线下关系是对线上关系的拓展,是准社会交往的

现实延伸。 粉丝们会自发参加粉丝见面会、演唱会、接机等各种线下应援活动,部分粉丝还参与了活

动的策划实施,不但满足了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愿望,粉丝间的友谊也得到升华。 粉丝“一生相随”
在“斗鱼嘉年华”活动中担任后援会志愿者时,“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蘑菇’ ,一起‘约饭’ 、一起为

冯提莫疯狂‘打 call’ ……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兄弟姐妹” 。

三、分层:网络直播社群组织形态的建构

与依赖血缘、地缘、亲缘存在的传统社会共同体相比,网络直播社群作为共同体结构相对松散,
数量庞大的粉丝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差异性,使得社群内部出现分层,形成不同的等级体系和角色分

工,社群的基本组织形态得以构建,逐渐从无序到有序。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性的表现及所带

来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粉丝群在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伴随着原成员的“脱粉” ,社群处于开

放性的变化流动状态。
(一)粉丝等级的形成

社群分层最直观的体现是由打赏额度和网络平台所标识的粉丝等级的不同。 斗鱼直播间内用

“贡献日榜” “贡献周榜”与“贡献总榜”来标注粉丝不同打赏额度的实时排名,各榜单的前三名可以

获取专属勋章,达到一定打赏额度的粉丝还可以添加主播微信。 由打赏额度不同形成的粉丝等级体

现了短期内打赏资本积累差异导致的群体分层现象。
相比之下,由网络平台所标识的粉丝等级的形成机制更加复杂。 粉丝等级由经验值区分,评估

标准为亲密度、参与度、活跃度等具体指标,其实质是由于粉丝长期的金钱和情感付出不同所形成的

资历差异。 斗鱼平台上的直播粉丝等级分为“蘑菇”等级、斗鱼用户等级和鱼吧等级。 “蘑菇”等级

是冯提莫自己的粉丝体系,当日为主播累计送礼达 6 鱼翅(1 鱼翅 = 1 元人民币)即可成为“蘑菇” ,佩
戴主播的粉丝徽章,在直播间刷礼物与主播维持一定亲密度可提升等级,连续 7 天未送礼物亲密度

就会衰减,直至失去粉丝徽章;除“蘑菇”等级外,直播间的粉丝还被纳入斗鱼平台的“普通用户-贵

族”体系之中,其中“贵族”又分“游侠” “骑士” “子爵” “伯爵” “公爵” “国王” “皇帝” 7 级,每月需付

费 76 元 ~ 12 万元不等,用户在直播间内的名片、入场特效、弹幕特权、与主播互动的机会也不相同,
高等级用户才有机会加入高级别的粉丝群;鱼吧等级体系共有 18 级,最低为“鱼仔报道” ,最高为“鱼

吧天尊” ,通过签到、发布优质帖、参与互动等行为获取经验值来升级,达到 6 级可申请管理员。 B 站

的粉丝体系与此类似,有粉丝勋章、大航海等不同类型,需要直接付费或刷礼物获取。 QQ 群则是用

群头衔来标识粉丝的活跃等级,如“冯提莫部落官方 QQ 群”成员就有“阳光菇” “魅惑菇” 和“寒冰

菇”等区分。
(二)成员角色的分化

社群分层较为隐形的体现是成员角色的分化。 已有研究表明,较成熟的粉丝群会出现内部角色

分工。 有学者按照在社群中影响力的大小将粉丝分为以粉丝站管理员、饭圈大大为代表的“能够有

效地影响组织内其他成员的态度和行为”的“能人”和普通粉丝两类[27] ,也有学者根据付出程度将其

分为核心粉丝、普通粉丝、路人粉丝三层[28] 。 成员角色以前述粉丝等级差异为基础,通常越高等级

的粉丝角色越重要,但二者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 粉丝等级的评价标准更多考虑与主播的互动,成
员角色的形成则来源于其在社群内的职责分工。

直播社群中的“大大” “能人” 等核心粉丝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各类粉丝群群主、吧主及管理

员、微博超话主持人等管理型粉丝;一类是站姐、画手、视频剪辑手等产出型活跃粉丝。
社群管理者的产生往往要经过层层选拔并通过任期内的考核,他们在群体中处于核心位置,声

望较高,能运用的权力较大,掌握信息和资源的能力也较强。 其主要职责为:①制定并执行群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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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②整合并发布信息;③发起群体活动并动员粉丝参与;④营造良好的群体氛围。
产出型活跃粉丝的生成则与粉丝自身的能力和态度有关,他们往往具备拍摄、视频剪辑、撰文绘

图等技能,或愿意“为爱发电” ,花费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类技能,并乐于在群内经常上传劳动成果:辛
苦跟踪拍摄的“前线”照片及影音资料、自制的动图表情包及主播语录、录制的直播视频、撰写的活动

文案,等等。 与上述管理型粉丝类似,在从事免费劳动、为社群贡献的过程中,这部分粉丝慢慢累积

了较高的个人声誉、群体地位及成就感,这也成为推动其持续产出的主要动力。
社群内数量最庞大的是作为互动参与主体的普通粉丝和游离于社群边缘、在群内基本处于“潜

水”状态的路人粉丝,核心粉丝会引导、动员普通粉丝参与群体活动并进一步影响路人粉丝,并且“在

核心粉丝的号召下,社群内部自觉形成了一套清晰的规范体系和等级结构,建立起对内的合法性机

制,实现了社群内部的有序性” ①。 一些粉丝在交往过程中还逐渐成为某些“大粉” (群体活跃成员) 、
“粉头” (群体领导者)的迷。 “最美的期待”谈到:“ ‘蘑菇’们会围绕‘粉头’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毕竟

提莫不可能时时刻刻和我们在一起,但‘粉头’可以。”
(三)成员的异质与流动

直播社群流动性较强,不断吸纳新粉丝的同时,也会有部分粉丝因种种原因离开社群。 研究发

现,社群成员的流失包括以下原因:内因方面,粉丝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改变追星观念,或因学业和

工作忙碌无暇参与社群互动,逐渐与社群疏离。 “带你去土耳其”在上大学以后逐渐觉得“追星与水

群(指群内闲聊行为———笔者注)很无聊,主播的负面新闻出来后感觉也不太好。 把时间花在主播身

上不如多提升自己” 。 “鲜芋嘿” 表示一段时间后“感觉 QQ 群里‘舔狗’ (指无尊严地讨好他人的

人———笔者注)居多,而且工作时也没空闲聊” 。 “1219 丶菌菌”坦言:“鱼吧其实和百度贴吧一样,说
话的总是那么些人,挺没劲。”当无法融入社群,粉丝会选择主动离开。 外因方面,部分社群活跃度低

导致成员归属感降低,引发退群行为。 社群为维护稳定性和纯净性也会主动将价值观差异较大和不

遵守社群规范的成员排除在外。

四、耦合:网络直播社群权力生态系统的建构

耦合即两个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互动达到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现象。 当系统间相互

配合、互惠互利时,耦合为良性;当系统间相互摩擦、彼此制约时,耦合为不良[29] 。 直播社群作为社

会子系统的一部分内嵌于社会结构中,与外在于己的权力系统保持着密切的交互耦合关系。 政府规

制、资本运作、“他群”竞争、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五种外部权力。
(一) “社群-政府”耦合:外部规制强化社群自律与自治

政府作为新媒体规制的引领者和宏观规制政策的供给者,对直播社群的介入以治理为目的。
2016 年“网络直播元年”以来,直播行业在迅猛崛起的同时乱象丛生,主播调侃南京大屠杀、恶搞国

歌、过度炒作、直播“造人”等不当行为层出不穷,粉丝发表低俗弹幕、评论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打赏透

支信用卡、借高利贷甚至卖房还债的新闻屡见不鲜。 对此,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

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关于

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多次开展“净网行动” ,对包括直播粉丝群在内的

网络社群进行了规范。
社群在维护偶像形象和社群稳定的驱力下本就有自我管理的需求,政府规制的出台更是为直播

行业发展和社群治理提供了风向标,在政府治理目标与社群利益诉求大致契合的前提下,粉丝会自

觉不自觉地向政府规制靠拢,将其内化为群体自律,生产出一套合乎政府规范与公共道德的社群管

理制度。 冯提莫直播间的公告提示“严禁未成年人打赏” “严禁传播违法违规、低俗血暴、造谣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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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有害信息” ,微博超话社群禁止互撕谩骂、拉踩引战、挑动对立等“饭圈”行为,很明显就是对

于国家相关规定的回应。 社群在与政府规制的耦合中也会出现失控行为,2018 年 6 月轰动一时的

“会计门”事件由镇江一会计侵占巨额公款打赏以冯提莫为首的女主播所引发,事后冯提莫再次开播

时,满屏内容污秽不堪的弹幕在直播间不停滚动,主播遭受的网络暴力不啻是一种“荡妇羞辱”的集

中展示。 ———这一现象并非个案。 当年 8 月政府即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 ,强化对评论、弹幕等直播互动环节的实时管理,后来又通过《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

管理的通知》 《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重点规范直播打赏问题。 总体

上,与政府的互动起到了激发社群自治,为社群“纠偏”的作用。
(二) “社群-资本”耦合:商业逻辑推动粉丝社群经济兴起

资本运作是支撑直播行业生长的原始动力,力图通过与直播社群的互动对粉丝进行收编。 从消

费文化视角来看,围绕网络直播的是以经济利益为主体的娱乐文化工业[30] ,主播是受平台和经纪公

司“双重控制的劳动力商品” ,粉丝则是“被建构的消费者” ,为投资商赚取高额利润[31] 。 在商业逻辑

的操控下,作为经纪公司的直播公会积极传授主播涨粉技巧和社群运营技巧,直播平台精心设置粉

丝体系及互动规则,促使粉丝不断为赢取主播关注、提升粉丝等级和社群地位付费。 粉丝被收编进

商业体系之中,直播社群不仅仅被视作文化共同体,更多被作为经济实体来运营,社群经济兴起。
参与式文化背景下的社群经济已超越了粉丝作为单向消费者的粉丝经济。 在社群经济中,成员

自组织参与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整个过程,通过自组织参与和协作激发群体生产力和创造力,并且直

接带动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32] 。 正如十数年前的“大众评审”之于《超级女声》节目,“蘑菇”
们自下而上的参与是冯提莫从“素人”到网红、明星蜕变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社群中的核心粉丝已成

为主播及其所属公会、直播平台进行市场营销的合作者,在主播的职业生涯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不

仅如此,通过自主设计、加工、售卖冯提莫周边产品,粉丝们也获得了一定经济收入,可用于组织社群

活动。 以上种种,使得新媒体环境下被赋权的粉丝不再只是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产业中分散的“完美

消费者” ,依托于社会化网络的联结,粉丝的主体性极大提升,实现了对商业收编的反收编,在频繁的

连接协作中,整个社群的组织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三) “我群-他群”耦合:群际比较促进社群认同建构

“他群”是直播社群的身份参照系。 “我群”与“他群”是既区别又互构的两个概念,只有当二者

发生互动并感觉彼此存在差异时,身份意识才会凸现。 “我群”会引起积极的、相应的认同与后续的

心理和行为,“他群”则引起相反的认同态度与后续的心理和行为[33] 。
“蘑菇军团”通过社会比较来获得自我的维度,与“他群”间群际边界的设立,是社群认同建构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群际边界借由日常和危机两种语境中与“他群”的互动来获得并不断强化。
日常语境中,“蘑菇军团”主要通过各种独特的仪式性活动及调动集体想象、集体记忆等方式,不断表

征和生产具有区隔性的群体风格。 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为自己设置了多重边界的“蘑菇军团”会从不

同维度展开群际比较与竞争:与游戏直播类“他群”比较时突出主播的颜值与音乐才能;与音乐直播

类“他群”比较时强调主播的独特音色与正能量,与娱乐明星类“他群”比较时凸显主播“接地气” 、有
亲和力。 危机语境中,“我群”与“他群”会爆发激烈的话语对抗,有时“他群”的攻击会降低社群凝聚

力,但“对偶像信仰的动摇并不会彻底瓦解社群原有空间,反而促使新的空间生长与出现” [34] 。 如

“孙艺兴负面点评冯提莫”事件发生后,“蘑菇”们将攻击冯提莫的“他群”贬损为“黑粉” ,围绕危机

事件进行话语调适与情感凝聚,使得“蘑菇”身份进一步强化并展开一致对外行动。
需要说明的是,直播粉丝社群的黏合力、情感稳定度与影视明星的粉丝迷群或“龙珠”迷、兽迷、

四驱车迷等趣缘社群是有区别的。 相对而言,粉丝迷群或趣缘社群中成员的群体认同感更强,情感

联结更为稳固。 本研究中部分访谈者表示他们同时关注了很多主播并加入了数个直播社群,处于在

群际之间随意切换游走的状态。 这种“游牧式”的粉丝更注重短暂的狂欢与快感,对“我群体”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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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较低。
(四) “社群-媒体 /大众”耦合:社会舆论影响社群向心力

媒体报道和大众通过舆论影响粉丝对直播社群的态度,对社群发展产生向心与离心的双向作

用。 冯提莫因屡次进行爱心捐赠、公益直播并带领粉丝参加公益活动被选为共青团形象大使,部分

粉丝就是阅读媒体的相关正面报道后入群的。 “1219 水手”最初对网络主播群体存在偏见,在主流

媒体上看到冯提莫的报道后“开始改变成见” ,得知冯提莫被评为“2018 中国十大新青年” ,更“坚定

了‘粉’她的想法” 。 对于“蘑菇”而言,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主播及粉丝社群的正面呈现和建设性批评

意见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积极的自我感知和社会认同,并由此增进了群体认同,另一方面也促使他

们反观自身并依据这种呈现来表现或重塑自身,在“爱豆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常见表述中加深与

主播的情感融合。
相对正面报道,对主播和粉丝的负面报道尤其是带有某种刻板印象的报道似乎更易为媒体和大

众追逐。 学界关于粉丝形象的论述中长期存在“白痴型受众”范式,新闻报道中也存在通过矮化妖

魔、片面标签和建立区隔等手段呈现以“学历低下” “破坏家庭”和“涉黄涉毒”等负面标签为主导的

女主播形象的现象[35] 。 有粉丝就表示因为“会计门” “离婚” “整容”等报道对主播“粉转黑” 。 少数

粉丝尽管从行动上来看是不折不扣的“铁粉” ,但为了维持某种“品味”的需要,出现了“一边消费她,
一边嫌她 low” ,不敢承认粉丝身份的奇异现象。 曾坚持三年不间断观看直播并在鱼吧中连续打卡

700 多天的“小蓝雀”拒绝承认喜欢冯提莫,“千万别误会,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她。 我是一个做事很有

毅力的人,我只是想看看这件事我能不能坚持下去,和她本人没关系。 女主播怎么能和真正的歌手、
偶像相比呢? 她这个傻白甜的风格看起来不高级” 。

也有粉丝表示最初因负面报道引起猎奇心理,抱着“看客”心态来关注冯提莫,最终却被吸引而

“路转粉” 。 更多粉丝会在“骂我爱豆就是骂我”的自我投射心理作用下行动起来,自告奋勇搜寻证

据抵御流言,有组织地去负面报道的评论区“洗白” ,以争夺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并积极打造正面的社

群形象,建构如卡斯特所言的“规划性认同” ,即“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到手的文化材料,
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 [36] ,粉丝“大脸猫”就表示

“希望外界看到一个努力、团结的‘蘑菇军团’ ,而不是把我们当‘脑残粉’ ” 。

五、总结与讨论

网络直播社群这一趣缘群体有别于依赖血缘、地缘等自然要素的传统社群,亦不同于偏重理性

纪律的线下社群,它以人类的社交需求为驱动,以出身草根的主播为迷对象,具备新的交往情境与互

动方式,是网络粉丝社群的新样态。 以交往互动这一宏观范畴为理论参照,对冯提莫粉丝群的个案

追踪,本研究发现网络直播社群的建构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释:
第一,个体层面,直播社群的建构以主播为中心,随着“粉丝-主播” “粉丝-粉丝”之间准社会交

往的加深,直播社群的形成经历了内容接触满足粉丝多样化需求、社群互动激发粉丝情感认同、外显

行为促成粉丝身份转变三个阶段。
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转型社会中,自由度的提高和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青年人面

临的双重生存境遇[37] 。 粉丝所渴求的爱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需求在原子式的社会中

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再嵌入一个亲密、温暖的共同体是粉丝的共同愿望。
对主播的集体关注“提高了共有情感的表达,共有情感反过来增强集体活动和互为集体性的感

受” [38] 。 粉丝通过个人展演和共同展演在社群内进行互动,将对主播个体较浅层的情感认同发展至

对整个社群更深层的认同和归属。 当粉丝在社群互动中找到匮缺的陪伴感,体验到作为社群一分子

被关注、被需要、被尊重甚至被夸赞的感觉,他们的情感依赖就加深了。 当他们采取行动,体验到围

绕“打卡” “反黑”或社群文本生产等活动产生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我群”意识会进一步增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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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有时,这种社群成员间的关系还会从线上向线下发展,从虚拟走向真实,使
得维系社群的情感纽带更为牢固。

第二,组织层面,直播社群的建构以粉丝为主要参与者,由于金钱、情感付出及个人能力不同,社
群出现等级差异和角色分化,在等级较高的核心粉丝引领下,社群内部自觉建构起基本的组织形态

和规范体系,社群从无序走向有序。 也有部分粉丝会因观念改变、生活忙碌、社群活跃度低等原因离

开社群。
与传统社会共同体相比,网络直播社群作为具有流动性特征的网络趣缘社群其结构相对松散,

总体来看呈现出了开放式的扁平化系统结构,社群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主体,没有谁有天然的

霸权,也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39] 。 这类网络部落可以实现涂尔干所言的有机团结,即由差异化和相

互依赖关系构成,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对个体异质性包容的基础上,“整体的个性与部分的个性都得到

同步发展,社会能够更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的社会形态[40] 。
为更好地营造社群有机团结,可以充分发挥粉丝的主动性来提高社群管理水平:社群内部职能

分工精细化,形成美工组、管理组、周边组、文案组、前线组、咨询组等分工矩阵,根据特长进行人员分

配;发掘不同特点的核心粉丝作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互相配合、主动设置话题来活跃社群气氛,使
异质化的不同粉丝都能找到感兴趣的话题并展开讨论;挖掘社群内部人才资源,安排具有专业能力

的成员参与社群组织管理,进一步提高社群的自组织管理水平[41] 。
第三,系统层面,直播社群与政府、资本、“他群” 、媒体和大众等外部权力系统之间密切交互耦

合,耦合结果形塑了直播社群权力生态系统的基本面貌,并将影响社群的进一步发展演化。
其中,“我群-他群”耦合是社群建构的前提,“我群”只有在与“他群”的比较中才能凸显身份意

识。 在“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心理机制作用下,“我群”既可能在与“他群”的比较中增强社

群认同,亦可能受“他群”影响降低凝聚力。 耦合结果还可能造成社群内部粉丝个体“去个性化”和

群体极化现象,以及粉丝社群与外部社群之间的对立冲突,需引起关注。
“社群-资本”耦合是社群建构的关键,推动了粉丝社群经济的出现及兴盛,这是直播社群得以形

成并持续发展的动力。 直播社群“不仅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共同体,更是一个兼具生产力、传播

力和消费力的利益共同体,社群的主要参与者———粉丝则演变为社群经济的合伙人” [42] ,粉丝在被

资本力量收编的同时也在能动地进行反收编,这种收编与反收编斗争映射的是直播社群商业属性与

文化属性之间的博弈,对社群乃至整个娱乐造星产业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群-政府”耦合是社群建构的保障,通过政府规制来强化社群自律与自治,有利于社群的长远

发展。 作为一种宏观规制力量,政府除了需要借助平台等中介使日常管理更好地“落地”外,也需要

将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粉丝纳入社群治理体系,硬性规制和柔性德育双管齐下,形成政府主导下“多

方参与、有效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实现“社群-政府”之间的良性耦合。
“社群-媒体 / 大众”耦合是社群建构的催化剂,通过舆论对社群发展产生双向影响。 正面评价和

建设性批评意见有助于社群良性发展,偏见及“污名化”则会造成恶劣后果。 扭转刻板成见,避免因

主观揣测、猎奇式报道被污名化,还需要直播社群付出包括提升内涵、加强团结、发力公关等在内的

艰苦努力。
综上,本文从微观个体聚集、中观组织分层、宏观系统耦合的角度层层深入,揭示了网络直播粉

丝社群从分散到聚合、从无序到有序、与外部情境交互形塑的建构过程及内在机理,为构建自主多

元、稳定有序、富有活力的网络粉丝社群提供启发参考。 在社会不断转型和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当

下,网络粉丝社群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彰显,其自身形态也处于不断流变之

中,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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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guid-
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community
 

behavior
 

and
 

constructing
 

an
 

orderly
 

user-participation
 

com-
munity. Taking

 

the
 

macro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s
 

an
 

important
 

frame
 

of
 

reference,the
 

findings
 

of
 

an
 

online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n
 

Feng
 

Timo ' s
 

live-streaming
 

fan
 

community
 

are
 

as
 

follows:At
 

the
 

micro-individual
 

level,with
 

the
 

para-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ost
 

and
 

fans
 

and
 

the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fans
 

becoming
 

deeper;the
 

live-stream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the
 

content
 

me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fans,community
 

interaction
 

stimulating
 

fans'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explicit
 

behaviors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fans’ identity. During
 

this
 

process,atomic
 

individuals
 

gather
 

into
 

the
 

fan
 

community. At
 

the
 

meso-organizational
 

level,internal
 

layering,
such

 

as
 

rank
 

differences,role
 

division
 

and
 

member
 

alienation,has
 

shaped
 

the
 

basic
 

organization
 

form
 

and
 

the
 

norm
 

system
 

of
 

the
 

live-streaming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has
 

changed
 

from
 

disorder
 

to
 

order
 

and
 

re-
mains

 

in
 

a
 

fluid
 

and
 

open
 

state. At
 

the
 

macro
 

-system
 

level,the
 

interaction
 

and
 

coupling
 

with
 

political
 

and
 

e-
conomic

 

forces,other
 

communities,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power
 

in
 

the
 

live-streaming
 

community,and
 

will
 

affec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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